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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情境下员工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身份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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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并购过程的本质是将两个及以上组织整合为一个新组织,而组织是人类活动的合

作系统。因此,合作是企业并购人力资源整合的关键问题。基于社会身份理论,以196位被并购方

员工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并购情境下员工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

明:并购情境中,被并购方员工自我连续性负向影响合作行为;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

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正向调节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的关系,即感知到的文化

距离越大,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的正向影响越强;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还调节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

和合作行为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即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越大,该中介效应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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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mployees Self-continuity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M&A Context:
Based on the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YAN Shimei, TAO Jinyao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The essenc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process is the integration of two or more organizations into a new

organization, and an organization is a cooperative system of human activities. Therefore, cooperation is a key issue in post-M&A hu-

man resource integration. Based 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cquired employees self-

continuity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M&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196 acquired employe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quired employees self-continu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M&A. Anxie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tinuity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not only mod-

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tinuity and anxiety, it also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nxiety, such that anxiety is

stronger when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is higher than when it is lower.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post-M&A human re-

source integration, explore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elf-continuity, and provides benefici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employees coop-

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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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企业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包括兼并与收购。在越发复杂的商业环境与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并购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普华永道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并购交易量和交易额创历史新高,
2022年虽有所下降,但总体仍呈增长趋势 [1] 。然而实际上很多企业并购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收益,甚至还

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2] 。研究表明,企业并购的失败率在70% 到90% 之间 [3] ,并且组织中人

力资源问题比财务相关因素更容易导致并购失败 [4] 。因此人力资源的整合问题成为并购能否实现预期目

标的关键影响因素 [2] 。
关于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以往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源整合水平 [5-6] 、人力资源整合策略 [7-8] 和人力

资源整合关键问题 [9]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针对并购人力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以往国内外学者从

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Cho 等 [10] 、郭文臣和肖洪钧 [11] 以及颜士梅和张钢 [12] 从群体间关系视角,基
于相对地位理论以及相对剥夺理论,探究了并购情境中员工离职的影响因素;Marks 和 Mirvis[13] 、Astra-
chan[14] 、颜士梅 [9] 等学者从焦虑、压力、不安全感等方面分析了企业并购给员工带来的消极心理反应;
Mühlemann 等 [15] 基于社会身份理论,对并购情境中组织认同与信任的前因与影响进行了探讨;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等并购中的文化整合相关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 [9,16] 。已有研究还明确指出,并购后整合进程的成

功取决于合作 [8] ,可见,并购双方群体成员的合作问题也是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以

往文献针对并购情境下合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却较为欠缺。并购过程本质上就是将两个及以上的

组织内部化为一个组织的过程 [12] ;而组织是人类活动的合作系统,合作意愿是正式组织的重要构成要

素 [17] ;员工所表现出的合作意愿和所做出的合作行为往往能提升企业的绩效并促进有效的冲突管理;鉴
于此,合作意愿或行为水平就成为企业并购后真正成为一个组织的衡量指标。这样,在并购整合中如何促

进员工合作,就成为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关键任务;相应地,并购情境下员工合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也

就成为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往研究表明,社会身份支配着个体的合作动机,是合作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 [18] 。在并购情境下,个

体的社会身份问题尤为凸显。根据强调群体关系和社会身份的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并购

对员工而言意味着社会身份的转变 [15] 。在并购发生后,员工尤其被并购方员工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组织身

份;同时,员工还在心理层面上保留着原有的并购前的组织身份 [12] 。这种身份间的冲突会对员工的工作行

为产生不利影响。Haunschild 等指出,企业并购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员工对新组织的认同程度(新组织身份

的建立),还取决于员工对并购前组织身份的放弃程度 [19] 。当员工的前组织身份变得不那么突出时,企业

并购更容易成功。虽然以往研究已经强调了建立新组织身份的重要性,也关注了原有组织身份对员工态度

和行为的影响;但是相对欠缺对员工原有组织身份的连续性及其对员工态度和行为或者并购整合的影响

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尝试基于社会身份理论,分析并购情境中员工基于社会身份的自我连续性( Self-conti-
nuity)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延伸并购整合问题的相关研究。

自我连续性是指员工在并购中维持其原群体成员身份(社会身份)的程度,即将自己归于并购前组织

的认知及这种认知的连续性 [20] ,即指个体基于社会身份的自我连续性。连续性对身份至关重要,身份的本

质是自我连续性的感觉 [21] 。然而连续性也与身份僵化有关,高度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度的僵

化。因此个体需要在连续性与可变性中保持一定的平衡。在企业并购的情境中,组织身份僵化的问题尤为

突出。基于社会身份理论,个体有维持自我连续性与偏好内群体的动机。对于被并购方的员工而言,自我连

续性更高的员工会表现出更强的内群体偏好,并更倾向于排斥外群体,这反而不利于并购后的员工间合

作。同时,在并购情境下,员工的身份问题会诱发焦虑感 [22] 。被并购方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越强,并购对其前

组织身份的威胁越大,焦虑感也就越强。员工的焦虑感容易诱发其自我生存的本能,如破坏性的竞争 [23] ,
这将对并购后的员工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纳入焦虑感作为中介变量。另外,在并购情境下,并
购双方组织间的文化距离会影响并购后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 [24] 。较小的文化距离能缩小并购双方群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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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从而有效削弱自我连续性的消极影响。因此本研究纳入感知到的文化距离作为调节变量,以探

究其对自我连续性负面影响的可能抑制作用。
综上,本研究从社会身份理论出发,探讨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并进一步分析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以期能够在理论层面弥补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研究的缺口,丰富人们对并

购情境下自我连续性影响结果与作用机制的认识;并在实践层面,为促进并购情境下的员工合作以及推动

并购后的人力资源整合提供有益启示。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自我连续性与社会身份理论

自我连续性是身份的核心维度 [25] 。自我连续性既是身份构建的动机,也是身份的重要内涵 [21] 。基于

不同角度,自我连续性在以往研究中被细分成不同种类:从时间维度而言,自我连续性被分为过去自我连

续性( Past-present Self-continuity )、未来自我连续性 ( Present-future Self-continuity ) 和整体自我连续性

(Global Self-continuity);从主体角度而言,自我连续性分为个体自我连续性和集体(或群体)自我连续性

(Collective Self-continuity) [26] 。在特定的情境中,自我连续性也被赋予了更加情境化的定义,如 Iyer 和

Jetten 将自我连续性定义为社会身份的连续性,即“学生从家庭社区过渡到大学期间维持其群体成员身份

的程度” [20] 。本研究采用自我连续性作为自变量,指员工在并购中维持其原群体成员身份的程度,即将自

己归于并购前组织的认知及这种认知的连续性。自我连续性在这里指的是个体作为群体成员将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自我联系起来的感觉,是关于个体的社会身份的概念,而不是个体的个体身份的连续性,也不是

个体所在群体的连续性。已有学者提出,为了探究并购过程中员工身份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

评估员工对原有身份的依恋程度,并且采取措施确保新身份更具吸引力 [27] 。本研究从社会身份理论的视

角切入,自我连续性恰恰能够刻画并购中员工对原组织身份的依恋,并探究员工前组织身份对并购后合作

行为的影响。
社会身份理论常被用于研究群体间的关系和过程。社会身份的基础是社会群体,群体塑造了人们对自

己的定义。个体在对自我进行定义时,不仅会考虑自己的个人特征,还会考虑自己所属群体的特征。社会群

体中的成员用一致的方式判别自我,对自身的属性有同样的界定,在与群体外成员互动时遵循一致的规

范 [28]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群体行为的产生有两个相互协同的过程:社会分类与社会比较。群体帮助定义人

们是谁,并帮助他们评估自己的地位 [29] 。这个过程的第一部分涉及社会分类。从社会分类理论而言,个体

将自己归于某一个社会群体后,会根据群体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会努力维持自己的群体成员身

份 [28] 。过程的第二部分包括将自我的价值和自尊与群体成员身份联系起来,这个过程与社会比较密切相

关。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是与他们所属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 [29] 。社会比较主要是基于地

位的比较,人们会通过社会比较来判断是否改变自身所属的群体以及改变的可能性,或试图提升所在群体

的地位 [18,29] 。
并购后企业通常是由来自并购双方的不同组织构成的,且并购双方组织间的关系通常是敏感的和潜

在冲突导向的 [10] 。因此,在并购情境下,员工的组织身份问题尤为突出。根据社会身份理论,并购前的组织

塑造了员工的社会身份,出于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需要,员工会努力维持自己的社会身份。而企业并购中的

被并购方通常属于附属地位。在进行群体间的社会比较时,出于保护和增强自尊的动机,人们经常采用各

种自我提升和群体提升策略 [30] 。当自尊受到威胁时,人们往往变得沮丧,他们有时会调整自我认知,有时

则会用敌意的方式来回应威胁源 [30] 。而这种群体间的冲突受到社会身份认同的调节。高度认同群体的人

对威胁的感知更敏锐,反应更强烈。这样,并购情境中处于附属地位员工基于并购前组织的社会身份自我

连续性越高,对并购整合带来的身份威胁越敏感,越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并做出消极行为。

(二) 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

合作意愿是正式组织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 [17] ,因此提高并购双方组织员工间合作意愿或者促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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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产生是并购后组织构建的关键。合作是个体或群体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而协同活动,合作行为是

一种互惠的行为,具有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 [31]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并购情境是一种冲突情境,在并购

情境下,两个原本独立的组织被整合,群体间由于对权力和资源的分歧或差异,容易形成冲突 [32] ,包括实

质性冲突与情感冲突 [33] 。在冲突管理策略中,整合( Integrating)、顺从(Obliging)和妥协(Compromising)被

认为是合作导向的。因此本研究采用 Rahim 的观点,从关注他人和关注自己两个维度,认为员工在并购情

境中的合作行为包括整合、顺从和妥协行为 [33] 。其中整合(高度关注自我和他人)是指开放信息、交换信

息、寻找替代方案和检查差异,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有效解决方案;顺从(低度关注自我,高度关注他

人)是指淡化差异、强调共性,以满足对方想法和利益,并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妥协(中度关注自

我和他人)是指双方各退一步,各自放弃一些东西,以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是共享利益的行为表现。
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非常丰富,其中个体的社会身份及其相关因素会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Matta 等

的研究通过验证群体卷入模型证实了这一观点,并提出合作行为是由与社会身份相关的内在动机驱动

的 [34] 。而在并购情境中,员工的身份问题更加突出,员工面临两种类型的冲突:群体间的冲突以及个体社

会身份间的冲突。因此,从社会身份的角度理解并购情境中的合作行为颇具意义。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自我连续性是社会身份构建的动机 [30] ,自我也能够从他们所在社会群体的成员

身份中获得自我连续性的感觉 [29] 。并购对处于附属地位的被并购方员工而言是一种身份威胁。从个体社

会身份构建的动机角度而言,对身份动机存在威胁的情境将提升个体满足身份动机的努力 [35] 。人们从他

们的群体成员身份中获得的自我连续性不仅基于集体根源感,还基于“我们” (以及“我”)将在未来继续

存在的信念。因此,对内群体持续存在性的威胁会强化个体保持自我连续性的动机 [36] 。此外,有学者提出,
在社会身份威胁的情况下,自我连续性的需要是加强内群体保护和外群体排斥的动力 [35] 。因此,并购作为

一种身份的威胁,会强化个体的自我连续性,并促进个体加强内群体保护和外群体排斥,这与合作行为中

的“高度关注他人”相悖。同时,员工存在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成员相比,个体明显与内群体成员进行合

作的意愿更高 [37] ,这将不利于提升群体间的合作水平。当员工具有较高的自我连续性时,将更关注自我的

需求,而忽视对方的需求,从而不愿意为对方做出妥协、让步,也不愿意附和、迁就对方的需求。
并购对于被并购方员工而言,还意味着群体身份地位的威胁。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容易在并购中占据

支配地位,则更易建立对新组织的认同,并倾向维持自己已有的身份地位 [19] 。而并购中处于弱势力量的一

方则更容易感受到并购带来的社会身份及其地位的危机。并购经常创造出一种“对立”的状态:员工通常

会认同并购前所属的组织,并将另一个组织及其员工视为潜在的“敌人”。这将阻碍并购的整合过程,并诱

发潜在的歧视、竞争甚至冲突。从群体身份的捍卫角度而言,当个人的群体身份受到威胁时,会产生各种各

样的防御式或敌意式的认知和行为 [38] 。同时,个体还会采用一系列身份管理策略来提升群体地位,包括内

群体的防御措施和对可能破坏连续性的外群体的消极态度 [25] 。为了提升群体地位、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
附属方员工可能会采取最大化群际特异性( Inter-group Distinctiveness)的方式,即强调双方差异,拒绝达成

一致等;为了减少对立群体的影响、降低对立群体的地位,而可能做出信息隐瞒的行为;这与合作相悖。
总之,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越高,意味着其在并购过程中维持其原群体成员身份的程度越高,即将自己

归于并购前组织的认知越强。无论是为了维持积极自我概念,还是维护所属群体地位;无论是为了应对并

购的威胁,还是为了贬低外群体地位,对于自我连续性高的员工而言,关注所在群体利益、隐藏有价值的信

息、控制有利的资源、突出双方群体差异等措施都是有效的行动策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并购情境下,当
被并购方员工具有较高的自我连续性时,其在并购后新组织中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更低。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如下:
H1:并购情境下,员工自我连续性负向影响合作行为。
H1a:并购情境下,员工自我连续性负向影响整合行为。
H1b:并购情境下,员工自我连续性负向影响顺从行为。
H1c:并购情境下,员工自我连续性负向影响妥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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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焦虑感的中介作用

当企业发生并购,员工不仅会调整自己的工作行为,员工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Marks 和 Mirvis 明确

了在并购情境下员工的三种典型反应:否认和群体思维、敌意和攻击、离职和抑郁 [13] 。Astrachan 发现,员工

的焦虑是诱发此类“并购综合征”的群体相关因素 [14] 。基于焦虑理论,Seo 和 Hill 也强调在不同的并购阶

段,存在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员工的焦虑 [39] 。并购情境中,给员工带来焦虑感的因素是多样而丰富的。
而情绪是对意义的反应,焦虑的程度之所以在个体间有差异,是因为个体对同一客观情境的认知判断不

同。在组织并购的背景下,员工对情境的解释或评价决定了其随后的反应,如情绪和应对 [40] 。而当员工对

情境做出解释或评价时,离不开其身份立场。在并购情境下,由于组织的变化,并购双方组织身份的凸显,
社会身份问题突出,社会身份因素将对员工的认知评价起关键性影响。

在并购整合阶段,有两种社会身份因素影响着员工的认知评价。一方面,并购后群体间的关系(如群

体冲突,即并购后新组织中子群体间的冲突)会影响员工。群体间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的成员或

群体的代表对权力和资源的分歧或差异 [32] 。由于系统差异、任务复杂互依性、对稀缺资源的共同依赖以及

管理权模糊,并购双方群体间易产生冲突 [32] 。并购双方群体间的冲突对员工而言是一种威胁。另一方面,
员工的群体身份及其对所属群体身份的认知也会影响员工。从社会身份而言,社会身份通过提供规范性指

导来规范个体行为。当并购发生,员工所属的社会群体及其不同的社会身份可能对员工提出不兼容的规范

标准。当两个及以上具有不同规范和兼容标准的身份(如并购前组织身份与并购后组织身份)都很重要

时,将导致个体内的行为冲突状态 [41] 。且随着身份冲突的加剧,个体的焦虑、抑郁等其他各类负面结果也

有所增加 [41] 。从对社会身份的认知而言,当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越强,意味着员工对并购前组织的嵌入度越

高,并购前的组织身份也就对其越重要。研究发现,当一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否定时,将导致大量负

面结果,焦虑便是其中之一 [42] 。被并购方的员工通常被迫放弃过去的从属关系与组织身份,建立新的组织

身份。如果员工具有较高的自我连续性,并对原有组织的成员持有积极的偏见,他们会对并购带来的身份

变化感到焦虑。因此,在并购双方群体冲突与员工身份冲突的情境下,被并购方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越强,身
份威胁感越强,其焦虑感也越高,即员工的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情绪对员工的工作行为有驱动作用,因此焦虑感可能引发员工的敌对行为、离职行为 [14] 。基于身份动

机,员工为了应对焦虑感,可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员工会努力保持积极的自我概念,尤其是当员工

的自我连续性高时,前组织身份也就对其越重要,员工为了维持社会身份愿意做出更大的努力。为了维持

员工重要的前组织身份,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凸显前组织身份的最优特异性。且当员工感到焦虑时,更有可

能做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 [39] 。因此并购后,员工会在工作中强调并购双方身份的差异,努力凸显自身社

会身份的最优特异性,并刻意回避双方的共同点,拒绝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员工越高的自我连续性,意味

着并购前组织对员工的烙印越深,也意味着并购前组织在帮助员工界定其社会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此时,并购前群体的地位对员工非常重要。为了维持并购前组织的地位,员工可能既会努力提高自身

群体的地位,也可能会试图贬低对方群体的地位。因此,焦虑会诱发员工职场中为谋求自我生存的本能行

为,员工本能会运用政治手段来保护自己已有的地位、权力和声望 [23] 。这将引发破坏性的竞争,不利于员

工做出合作行为,并对组织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并购情境中,员工的焦虑感越高,越难以做出

合作行为。
综上可知,焦虑感中介了员工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间的负向关系,即当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越高时,

其焦虑感越强,从而更少做出合作行为。反之,当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较低时,焦虑感也较低,因此更可能做

出合作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2:并购情境下,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的负向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H2a:并购情境下,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整合行为的负向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H2b:并购情境下,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顺从行为的负向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H2c:并购情境下,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妥协行为的负向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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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并购情境下,自我连续性高的员工感到焦虑是因为其在并购中感知到的威胁程度和冲突程度更高。而
员工感知到的威胁与冲突本质上是源于组织间的不一致性。表面上,组织间的不一致体现为目标、定位、群
体特征的不兼容。而这种显性的不一致实际上反映出并购双方在价值观、管理理念,即组织文化层面上的

差异。组织文化是指群体成员分享的期望和假设 [43] 。每一个组织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因此组织间文化差异

必然存在。但组织间文化差异的程度和维度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文化相容和文化冲突。组织间文

化的冲突通常集中体现在价值观、经营理念、管理实践、人际关系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组织间文化差异越

大,越易产生文化冲突。已有研究表明,企业要想实现并购后人力资源的成功整合,有效处理并购后的组织

文化差异十分重要 [44] 。文化差异处理得当,并购双方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人力资源整合将更加顺利;文化

差异管理不当,不仅会给员工带来文化适应性压力 [43] ,阻碍并购后的人力资源整合,甚至可能诱发更严重

的冲突。
为了衡量并购双方企业在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文化距离作为调节变量。组织文

化距离是组织间的文化相异水平,指两个组织之间普遍存在的规范和价值观、习惯、商业惯例、组织实践等

方面的相异水平 [45] 。文化距离已被证明对一系列管理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如文化距离与企业并购后绩效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46] 。并购双方的文化距离会影响并购后人力资源的快速有效整合 [24] ,当并购双方的

文化距离越大时,双方沟通的难度更大,高层管理人员的离职率越高 [11] 。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中,企业间

文化距离的水平越高,企业间冲突的可能性以及程度就越高。
本研究从社会身份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组织间的文化距离、文化差异会影响并购中员工的社会身份

问题,如身份构建、群体冲突。Vaara 等学者也认为,对身份相关过程进行仔细分析是理解文化差异带来影

响的关键 [16] 。并购情境中,文化距离主要影响了员工社会身份相关的两个重要过程:社会分类和社会比

较。为了定义自我的社会身份,员工将自身归于社会群体中的一类。当并购双方文化差异较大时,出于社会

分类的方便与清晰,员工更有可能将自己归为并购中某一方组织群体的成员。文化距离越远,并购双方群

体间的差异和距离也就越大。这种群体分类会引发群体间的社会比较,并导致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

产生。在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员工倾向于将关于信念和价值观的相似性与吸引力和可信赖性联系起来 [27] 。
这也就意味着在并购情境下,文化距离越大,员工越倾向于不理解甚至不信任另一方的员工 [47] 。文化差异

甚至会极化不同文化群体中“我们对他们”的群体对立观点 [46] 。因此,文化距离通过影响个体社会分类与

社会比较的过程,强化了并购双方员工的对立状态,从而调节并购中员工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之间的关系。
由于个人感知到的差异对于个体的行为更有预测力,故而采用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来衡量组织间的文

化距离。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是指员工感知到的并购双方组织文化的差异程度。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将在员工

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文化距离越大,并购双方群体间的对立越明显。由于“我们对

他们”这种对立认知的提升,被并购方员工可能会认为其在并购后新组织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在
感知到文化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具有越高自我连续性的被并购方员工感知到的并购双方群体间的对立越

突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威胁感也越强,从而更容易陷入焦虑的负面情绪,即员工感知到的较高的文化距

离会强化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之间的作用关系。而较小的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意味着并购双方群体间的不

一致更少,产生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冲突的程度也更低,因此自我连续性更低的员工感知到的身份威胁感

与冲突感更低,对并购的态度也更加乐观,即员工感知到的较低的文化距离会削弱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之

间的作用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3:并购情境下,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正向调节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之间的关系。即感知到的文化距离

越大,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

(五)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关系间起中介作用,而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正向调

节了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受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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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文化距离的调节,形成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当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大时,意味着并购双方间的管理理念、价值观差异越大,这将激化并购双方组

织间的对立和冲突 [46] ;此时,具有较高自我连续性的员工将感受到更强烈的威胁,从而触发更高水平的焦

虑感和后续的焦虑反应,进而做出负面工作行为,如拒绝合作与产生冲突。而当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小时,
并购双方的文化共性更高,并购双方管理风格更相似,这减弱了员工所感知的并购变化程度,使得员工对

并购的态度也更加乐观;此时,员工因自我连续性而产生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更低,也更愿意为并购整合采

取积极的工作行为如合作。由上可知,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强化了焦虑感的中介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如下:
H4:并购情境下,在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中,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和焦虑感存在有调节的中介

作用。即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正向调节了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感知到的文化距离

越大,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根据上述假设推导,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收集与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用的研究对象是近5年内经历过企业并购的被并购方员工。本研究主要调查了来自长沙、东
莞、杭州三地的企业,涉及加工制造、服务、互联网行业。①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对变量间关系的影响,本研

究将数据回收分为两阶段进行,中间间隔时间为2周以上。共发放问卷286份,删除缺失数据、随意填写等无

效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数据19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8. 5% )。样本的基本信息描述如下:女性

95人(48. 5% ),男性101人(51. 5% );25岁及以下的员工18人(9. 2% ),26—35岁的员工84人(42. 9% ),
36—45岁的员工52人(26. 5% ),45岁以上的员工42人(21. 4% )。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均来源于已有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且具备良好信效度的成熟量表,并采用“回译”
方法多次进行编译和修订。本研究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计分,其中自我连续性、合作行为与焦虑

感量表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数字越大代表符合程度越高。感知到的文化距离

量表中,“1”表示“非常小”,“7”表示“非常大”,数字越大代表差异程度越高。
1 . 自我连续性。自我连续性的量表来自 Smeekes 和 Verkuyten[25] 的研究,包含3个题项,如“作为并购前

企业的一员让我感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连续性”等。
2 . 焦虑感。使用来自 Miller 和 Monge,由 Biggane 等 [40] 改编调整的单维度焦虑量表,共含3个题项,如

“我对公司可能发生的变化感到焦虑”等。

11　 第 11 期 　 颜士梅,陶瑾瑶:并购情境下员工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基于社会身份视角

①本研究样本均属于并购方实力强于被并购方实力的情况,从而考虑了并购双方相对实力的潜在影响。



3 .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采用 Drogendijk 和 Slangen[45] 的单维度量表,分别从规范和价值观、习惯、行为、
商业惯例、组织实践、语言、沟通方式、人际关系八个方面,对并购后员工感知到的组织间文化距离进行

测量。
4 . 合作行为。使用 Rahim [48] 的组织冲突问卷来测量合作行为,包含整合行为、顺从行为、妥协行为三

个维度,分别包含7个、6个和4个题项。整合行为题项包括“我会尝试与他人共同调查问题的原委以便找到

我们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等。顺从行为题项包括“我通常设法满足他人的需要”等。妥协行为题项包

括“我会尽力寻找一种中间路线以打破僵局”等。
5 . 控制变量。为减少其他变量对研究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选择性别(男性 = 1,女性 = 0)、年

龄(25岁及以下 = 1,26—35岁 = 2,36—45 = 3,45岁以上 = 4)、并购完成时间(1年以内 = 1,1—3年 = 2,3—
5年 = 3)和行业(1 = 加工制造,2 = 服务;3 = 互联网)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统计控制。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信效度分析

1 .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为尽可能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事前控制和统计检验两个方法。本研

究使用的事前控制方法有三个:首先,所使用的量表均源于已有文献,且在问卷设计过程中采用“回译”方

法对量表进行多次翻译和修订。其次,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强调了填写的匿名性和信息保密性。最后,采用时

间分离方法,数据回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统计检验方面,本研究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来检验共同

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7. 348% ,未超过建议

值40% 。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 信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衡量量表的信度。结果显示,自我连续性、感知到的文

化距离、焦虑感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 914、0. 936、0. 907;合作行为及其整合、顺从、妥协三个维度

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0. 950、0. 940、0. 912、0. 938。各变量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 7。由此可知,
本研究中使用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均为成熟量表,采用问卷方法进行测量,故使用 AMOS 24. 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以考察自我连续性、焦虑感、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整合行为、妥协行为和顺从行为作为六因子模型的区

分效度,以及自我连续性、焦虑感、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和合作行为作为四因子模型的区分效度。9个竞争模

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与其他7个竞争模型相比,六因子模型和四因子模型均具

有较好的拟合度,且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与简约适配度指数均符合拟合标准 [49] 。因此本研究

量表具有较为理想的区分效度,可以进一步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假设检验。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 = 196)

模型 x2 / df RMSEA IFI TLI CFI PNFI PCFI
六因子模型:SC,AN,CD,In,Ob,Co 2. 021 0. 072 0. 925 0. 915 0. 924 0. 76 0. 825
五因子模型:SC,AN,CD,In + Ob,Co 2. 707 0. 094 0. 873 0. 858 0. 872 0. 734 0. 787
五因子模型:SC,AN,CD,In,Ob + Co 3. 594 0. 115 0. 807 0. 784 0. 805 0. 678 0. 727
五因子模型:SC,AN,CD,Ob,In + Co 3. 089 0. 104 0. 844 0. 826 0. 843 0. 710 0. 762

四因子模型:SC,AN,CD,CB 2. 196 0. 078 0. 954 0. 941 0. 953 0. 729 0. 757
三因子模型:SC,CD,AN + In + Ob + Co 4. 729 0. 138 0. 717 0. 690 0. 715 0. 612 0. 657
三因子模型:SC,AN,CD + In + Ob + Co 6. 266 0. 164 0. 601 0. 562 0. 598 0. 513 0. 549
二因子模型:SC,AN + CD + In + Ob + Co 7. 033 0. 176 0. 540 0. 499 0. 537 0. 463 0. 496
单因子模型:SC + AN + CD + In + Ob + Co 7. 707 0. 185 0. 488 0. 442 0. 484 0. 419 0. 448

　 　 注:SC = 自我连续性,AN = 焦虑感,CD =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In = 整合行为,Ob = 顺从行为,Co = 妥协行为,CB = 合作

行为(为二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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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知,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显著正相关(p < 0. 01);
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 p < 0. 01)、整合行为( p < 0. 01)、顺从行为( p < 0. 05)、妥协行为( p < 0. 01)显著负

相关;焦虑感与合作行为( p < 0. 01)、整合行为( p < 0. 05)、顺从行为( p < 0. 01)、妥协行为( p < 0. 01)显著

负相关;感知到的文化距离与合作行为( p < 0. 01)、整合行为( p < 0. 05)、妥协行为( p < 0. 01)显著负相关。
且因变量合作行为与其各子维度间的相关性较高,说明将其作为二阶变量进行分析是合适的。此外,进一

步分析可知,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0. 1,VIF 值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以上结果均为下一

步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 = 196)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性别 0. 515 0. 501

2年龄 2. 602 0. 925 - 0. 050　

3完成时间 2. 556 0. 528 0. 181∗ 0. 084

4行业 1. 408 0. 646 - 0. 164∗ 0. 036 - 0. 652∗∗

5 SC 5. 371 1. 285 - 0. 009 0. 366∗∗ 0. 062 0. 130

6 CD 3. 806 1. 522 0. 143∗ 0. 084 - 0. 229∗∗ 0. 070 0. 116

7 AN 4. 175 1. 189 - 0. 080 0. 139 - 0. 049 0. 105 0. 466∗∗ 0. 083

8 CB 4. 142 0. 951 - 0. 132 - 0. 139 - 0. 121 0. 052 - 0. 612∗∗ - 0. 197∗∗ - 0. 496∗∗

9 In 4. 968 1. 073 - 0. 121 - 0. 080 - 0. 139 0. 069 - 0. 526∗∗ - 0. 160∗ - 0. 521∗∗ 0. 907∗∗

10 Ob 3. 433 1. 057 - 0. 165∗ 0. 103 0. 001 0. 117 - 0. 149∗ - 0. 086 - 0. 415∗∗ 0. 703∗∗ 0. 605∗∗

11 Co 4. 027 1. 217 - 0. 091 - 0. 280∗∗ - 0. 112 - 0. 064 - 0. 749∗∗ - 0. 247∗∗ - 0. 316∗∗ 0. 805∗∗ 0. 644∗∗ 0. 271∗∗

　 　 注:∗代表 p 值小于0. 05;∗∗代表 p 值小于0. 01;SC = 自我连续性,AN = 焦虑感,CD =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CB = 合作行

为,In = 整合行为,Ob = 顺从行为,Co = 妥协行为。

(三) 假设检验

1 . 主效应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究自我连续性、焦虑感、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和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

究在控制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和并购发生年份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假设(见表3)。由表3
中的模型1可知,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 0. 448,p < 0. 001),假设1得到支持。由模型

3可知,自我连续性对整合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 0. 428,p < 0. 001),假设1a 得到支持。由模型5可知,
自我连续性对顺从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 0. 240,p < 0. 001),假设1b 得到支持。由模型7可知,自我连

续性对妥协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 0. 675,p < 0. 001),假设1c 得到支持。

表3　 回归分析结果汇总表(N = 196)

变量
合作行为 整合行为 顺从行为 妥协行为 焦虑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性别 - 0. 328∗∗　 - 0. 356∗∗　 - 0. 312∗　 - 0. 357∗∗　 - 0. 415∗∗　 - 0. 462∗∗　 - 0. 255∗　 - 0. 247∗　 - 0. 154　 - 0. 168　

年龄 0. 117 0. 106 0. 136 0. 119 0. 221∗∗ 0. 204∗ - 0. 007 - 0. 004 - 0. 056 - 0. 061

完成时间 - 0. 031 - 0. 050 - 0. 100 - 0. 131 0. 160 0. 128 - 0. 150 - 0. 145 - 0. 105 - 0. 179

行业 0. 088 0. 098 0. 078 0. 094 0. 237 0. 254 - 0. 051 - 0. 054 0. 054 0. 047

自我连续性 - 0. 448∗∗∗ - 0. 369∗∗∗ - 0. 428∗∗∗- 0. 301∗∗∗ - 0. 240∗∗∗ - 0. 110 - 0. 675∗∗∗ - 0. 696∗∗∗ 0. 429∗∗∗ 0. 432∗∗∗

焦虑感 - 0. 183∗∗∗ - 0. 294∗∗∗ - 0. 304∗∗∗ 0. 050

感知到的

文化距离
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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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合作行为 整合行为 顺从行为 妥协行为 焦虑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自我连续性 × 感

知到的文化距离
0. 101∗

R2 0. 360 0. 401 0. 262 0. 345 0. 129 0. 221 0. 532 0. 534 0. 213 0. 241

ΔR2 0. 360 0. 041 0. 262 0. 084 0. 129 0. 092 0. 532 0. 002 0. 213 0. 027

调整后 R2 0. 343 0. 382 0. 242 0. 324 0. 106 0. 196 0. 520 0. 519 0. 193 0. 212

F 21. 334∗∗∗ 21. 061∗∗∗ 13. 458∗∗∗ 16. 603∗∗∗ 5. 613∗∗∗ 8. 925∗∗∗ 43. 194∗∗∗ 36. 077∗∗∗ 10. 308∗∗∗ 8. 513∗∗∗

　 　 注:∗代表 p 值小于0. 05;∗∗代表 p 值小于0. 01;∗∗∗代表 p 值小于0. 001。

2 . 焦虑感的中介效应分析。为检验焦虑感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综合采用逐步法和 Bootstrap
方法(Bootstrap 样本量均为5000) [50] ,使用 SPSS 软件与 PROCESS 宏程序(3. 3版本)来检验焦虑感的中介

效应。
(1)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如表3模型9可知,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的正

向影响显著(β = 0. 429,p < 0. 001)。由模型2可知,当放入中介变量焦虑感后,焦虑感对合作行为的负向影

响显著(β = - 0. 183,p < 0. 001),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β = - 0. 369,p < 0. 001),且
调整后 R2由0. 343变为0. 382。随后使用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自我连续性通过焦虑

感对合作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 0. 078,95% 置信区间为[- 0. 148, - 0. 021],不包含0。因此认为焦虑感起到

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成立。
(2)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整合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如表3模型3和模型4所示,当放入中介变量

焦虑感后,焦虑感对整合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 β = - 0. 294,p < 0. 001),自我连续性对整合行为的负向影

响显著(β = - 0. 301,p < 0. 001),但自我连续性对整合行为的负向影响明显减弱,且调整后 R2由0. 242变为

0. 324。Bootstrap 结果显示,自我连续性通过焦虑感对整合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 0. 126,95% 的置信区间为

[- 0. 212, - 0. 060],不包含0。因此认为焦虑感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a 成立。
(3)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顺从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如表3的模型5和模型6所示,当放入中介变

量焦虑感后,焦虑感对顺从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 β = - 0. 304,p < 0. 001),自我连续性对顺从行为的负向

影响作用变得不显著(β = - 0. 110,p > 0. 05),调整后 R2由0. 106变为0. 196。经 Bootstrap 检验,自我连续性

通过焦虑感对顺从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 0. 130,95% 的置信区间为[- 0. 219, - 0. 059],不包含0。因此认为

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顺从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2b 成立。
(4)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妥协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如表3的模型7和模型8所示,当放入中介变

量焦虑感后,焦虑感对妥协行为的负向影响不显著(β = 0. 050,p > 0. 05)。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自我连续

性通过焦虑感对妥协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 021,95% 的置信区间为[- 0. 04,0. 077],包含0。因此,认为焦虑

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妥协行为的关系中没有起到中介作用,假设2c 未得到支持。
3 . 感知到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分析。本研究采用 SPSS 软件与 PROCESS 宏程序(3. 3版本)来检验感

知到的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3模型10所示,将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放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自我连

续性与感知到的文化距离的交互项对焦虑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 101,p < 0. 05),表明感知到的文化距

离能在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的正向影响中起正强化作用,假设3得到支持。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调节效应模式图如图2所示。当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高时,

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 585,p < 0. 05)。而当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低时,自我连续性

对焦虑感的影响虽然显著(β = 0. 279,p < 0. 05),但影响小于高分组情况。表明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自我

连续性对焦虑感的影响呈逐渐增加趋势。综上所述,并购情境下,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在自我连续性对焦虑

感的正向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即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越大时,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假设3得
到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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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在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 .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由上可知,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与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感知到的

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已得到验证。为进一步验证模型中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使用 PROCESS 宏中的

Bootstrap 程序(Bootstrap 样本量为5000)运算得到在感知到的文化距离不同取值下的条件间接效应(见

表4)。当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低时,自我连续性通过焦虑感对合作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 0. 051(95% 的置

信区间为[- 0. 106, - 0. 010]);当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高时,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 0. 107(95% 的置信区间为[- 0. 208, - 0. 027]);说明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高时,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和

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强。同时,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判定指标 INDEX 为 - 0. 018,标准误 SE = 0. 011,
95% 置信区间为[- 0. 045, - 0. 002],不含0,假设4得到支持。进一步检验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较高时与较低

时的间接效应值差异,发现高低组间接效应的差异显著(95% 的置信区间为[- 0. 136, - 0. 006]),置信区

间不含0,因此认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假设4得到验证。

表4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在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 效应值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低 CD(均值 - 1标准差) - 0. 051 0. 025 - 0. 106 - 0. 010
高 CD(均值 + 1标准差) - 0. 107 0. 046 - 0. 208 - 0. 027

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对比
高低 CD 组间间接效应差值 - 0. 056 0. 034 - 0. 136 - 0. 006

　 　 注:CD =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身份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了并购情境下员工的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效

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情境下,员工的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焦虑感在自我连续

性对合作行为的负向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感知到的文化距离在自我连续性与焦虑感的关系中起

调节作用,即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越大,自我连续性对焦虑感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还调

节焦虑感在自我连续性和合作行为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即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越大,该中介效应越显著。其
中,性别在部分模型中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女性可能具有更高合作意愿,这与已有研究一致 [51] ;年龄

在部分模型中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与经验积累可能会促进合作行为,
这也与已有研究相一致 [52] 。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基本验证了理论假设,但是也存在一个不符合理论预期的子假设,即焦虑感在自我

连续性与妥协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对此,本文结合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认为该假设未得到验

证的可能原因有三个:首先,从合作行为的内涵考虑,当基于“关注自我”与“关注他人”两个维度时,妥协

属于中等程度的“既关注他人也关注自我”,而整合和顺从则要求员工高度关注他人 [32] 。因此,与整合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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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为相比,妥协行为实际上属于更低水平的合作行为,也是员工在并购中相对更容易做出的合作行为,
因而更不容易受到焦虑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其次,从合作行为的类型考虑,组织中的合作行为基于不同的

视角通常可以分为自愿(主动)合作行为与强制(被动)合作行为或者角色内合作行为与角色外合作行

为 [18] 。在并购后组织规章制度的要求和并购目标的宣贯之下,与整合行为和顺从行为相比,妥协行为属于

强制性合作行为与角色内合作行为。因此,并购后员工因焦虑感而减少妥协行为的可能性更小。最后,从文

化情境考虑,西方核心哲学认可“非此即彼”的框架,而东方思维方式认为对立面都是“相互依存( Both-
And)”的关系 [53] 。妥协行为符合东方文化下“相互依存”的思维方式,这为员工在中国并购情境下做出妥

协行为提供了文化合理性。同时,西方为个体主义文化情境,而东方属于集体主义文化情境,由西方学者提

出的理论框架并不一定能够充分描述东方文化中的情况。已有国内学者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探索了组织

冲突问卷的因素结构,认为四因素结构(协作、顺从、回避和支配)比五因素结构(整合、支配、回避、顺从和

妥协)更合理 [54] 。因此,在并购情境中,员工合作行为可能存在更合理的因素结构。综上,并购情境中,被并

购方员工因自我连续性带来焦虑感而拒绝做出妥协行为的可能性低于顺从行为和整合行为,使得焦虑感

在自我连续性与妥协行为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二)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本研究通过关注并购情境下员工的合作问题及其

前因机制,丰富了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相关研究。关于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了人

力资源整合水平 [5-6] 、人力资源整合策略 [7-8] 和人力资源整合关键问题 [9] 。就人力资源整合关键问题而言,
以往文献仅仅述及合作是并购后整合的关键问题 [8] ,尚缺乏对并购后员工合作问题的具体分析。而本研

究基于社会身份理论视角,将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认知、心理状态和工作行为整合入理论模型,从员工的自

我连续性到员工的焦虑感,再到其对员工合作行为的影响,以期探究并购中员工身份相关变量对合作行为

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发现并购情境下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显著负向影响、员工的焦虑感所起

到的中介作用以及感知到的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而弥补了关于并购中合作问题研究的不足,进而延伸了

并购整合问题的相关研究。
其次,本研究也能够补充自我连续性效应的相关研究。以往关于自我连续性影响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

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如自我连续性能给个人带来归属感,从而降低对未来的恐惧 [55] 。在大多数情况下,个
体自我连续性的保持有利于其心理健康。但是,在并购情境下,员工高度的自我连续性意味着高度的僵化,
这不利于员工的适应与调整。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处于并购情境下时,员工的自我连续性越高,焦
虑感随之越强,从而导致合作行为水平的降低。这表明,在并购情境下,员工的自我连续性也会带来负面影

响。鉴于此,本研究通过特定组织情境下的员工自我连续性所引致的消极效应的发现,丰富了自我连续性

效应的相关研究,进而贡献于该领域文献。

(三) 管理启示

首先,管理者要意识到合作问题在并购中的重要性。组织是人类活动的合作系统,合作意愿是正式组

织的重要构成要素 [17] 。合作意愿或行为水平是企业并购后真正成为一个组织的衡量指标。员工所表现出

的合作意愿和所做出的合作行为对企业并购的成败能产生重大影响 [8] 。因此,一方面,管理者要意识到在

并购整合中员工合作问题是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关键任务。另一方面,虽然群体冲突在企业并购中是不

可避免的,但冲突受到员工社会身份、员工心理状态、组织间文化差异三方面的影响,如自我连续性、焦虑

感和文化距离。因此管理者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选择合适的冲突管理策略,从而促进并购后的员工合作。
其次,并购后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关注员工的自我连续性,更全面地理解自我连续性的影响,采取多种

措施抑制自我连续性对合作行为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管理者可以通过设立共同的目标愿景,平等对待并

购双方群体员工,来主动减少并购双方组织的对立与冲突;另一方面,管理者应积极地与员工沟通交流,关
怀并培育员工,帮助员工适应并购带来的变化,降低员工的不安全感与威胁感。

最后,在并购情境下,企业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并购双方组织整合的外部环境。在正式制度方面,构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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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组织架构,减少由于系统差异、任务互依和管理权模糊带来的冲突 [32] 。在非正式制度方面,逐渐缩小

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差异,降低并购对员工社会身份的威胁。但文化距离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不兼容。
虽然较大的文化距离不利于并购后员工做出合作行为,但一定的文化距离可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学习。管
理者应引导员工积极看待组织间的文化差异,鼓励员工互相交流学习,积极推动文化融合。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结果对并购后人力资源整合中的员工合作行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

不足:首先,本研究的所有变量都来自员工自评,尤其是文化距离的测量采用员工自我感知的数据,因此不

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主观认知偏差,后续研究应考虑采用更加客观的方式收集文化距离相关的数据,并
结合员工自评来相互印证以获得更可靠的结果。其次,虽然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收集数据,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但本质上本研究仍是横向研究设计,忽略了时间变化下和不同阶段中研究变量

及其关系的差异。未来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探究并购情境下员工身份的相关问题,通过跟踪调查、阶段

性研究或滞后性设计,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再次,本研究虽然尽力收集了来自不同企业的多样化样本,
也符合并购研究典型样本范围 [15] ,但是由于并购中员工样本收集的难度大,因此样本量还不足够大,企业

类型也不够丰富,这也许会导致本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限。后续研究可以通过丰富样本类型,进一步探

究并购双方实力差距、品牌距离以及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调节作用。最后,虽然本研究使用的概念与量

表均来源于已有文献,尽力提高了量表来源的科学性。但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概念和量表均来源于非中国情

境下的研究,东西方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可能会限制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因此,中国情境下的并购中合

作行为的内涵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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